
四、蒋汪背叛与大革命的失败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和民众的觉醒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一方面感受到了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威胁，另一方面急于抢

夺胜利成果建立独裁统治，大革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早在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国民党右派头子蒋介石就蓄谋破坏国

共合作。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海

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和黄埔军官学校、国民革命军第一

军的共产党员，窃取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

面对着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严重局面，中国共产党应

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当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1926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说：

“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

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会议根据报告所作的议决案认为：

“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

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

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

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这就是说，既要防止“军事政

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但决议并没

有提出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巨烈向右转的蒋介石势力；它

在实际上所强调的，只是防止民众运动的所谓“日渐向‘左’”，

也就是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的发展。

在国民党新右派已经下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而且军队和政权

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

是工农群众；离开把工农群众的力量有效地发动并组织起来，不仅



无法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连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也

难以克服。所以，这次特别会议并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

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右

派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这个方针为 1926 年 12 月召开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苏联代表

鲍罗廷联席会议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所肯定，开始在中共中

央取得统治地位，并逐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

消极后果。

1927年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

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沖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

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

编的孙传芳旧部）借进行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

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 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

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

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 100

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

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

众。单广东一地，被杀害的就达 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共产党主要创始人

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 1927年 4月27日至明 9日

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

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

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机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可是，这次大会没有能满足全党的期望。大会认为：中国的资产阶

级已经叛变，民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到了“工农

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

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

方面进行”。这些主张都是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的。

大会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这种看法

并不符合事实，这在以后导致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行动；它又把

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政府看作工

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好像这是很可靠的联盟，这导致对汪精卫、

对武汉政府采取右的迁就主义政策，并且对他们可能的背叛丧失警

觉，不去做好相应的准备。大会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

农民”的革命原则，是正确的；但又提出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限

制，并且强调没收地主土地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

际是先取得汪精卫等的同意，这又使这个主张成为一句无法实行的

空话。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

但是大会对这个问题连谈也没有谈。在局势如此危迫、全党正期待

着采取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时，大会却大谈中国应立即准备从民主

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即“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

更是不切实际的。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可是并

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这一错误。大会也未选举产生坚强有力的中

央领导集体，陈独秀仍然担任总书记。从总体上来看，大会没有能

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

领导，而是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5

月17日，原驻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



纸坊。5月21日，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

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

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 6 月 6 日以

“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开

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

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

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主义者

不仅不作任何事变的准备，反而对汪精卫抱有幻想，甚至命令武汉

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把武装交给国民党。企图以无原则的让步

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反而更加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明初明确提

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随后省委在武昌举行

紧急会议，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

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

划》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张。然而，这些建议都被中共中央所否

定。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

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

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

临时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

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同时声明将继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

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同一

天，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

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7月14日，国民

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



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正指出，党内领袖不能贯彻孙中山的

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

的工具。

7月 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

“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

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

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告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

大，是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

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

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

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

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大革命

遭到了失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缺乏

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右倾机会主义

在大革命后期才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1922年 7月，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

个支部，它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

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所出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

但由于

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

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这对酿成陈独秀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